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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
生辞去资深教授，他表示，“我带头自
我革命，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
有所推动。”（3月26日《武汉晚报》）

自然科学领域设有院士头衔，而
在人文科学领域，最高头衔就是高校
评选的资深教授。和院士一样，资深
教授也享受很高的待遇，是不退休的
顶级专家，一旦评上待遇终身不变。
而且章先生并非第一次请辞，早在
2011 年前，他就萌生了请辞的打算，
但一直未能如愿。而这一次请辞，终
于得到了学校的理解。明白了这一
点，也就明白了章开沅先生请辞的了
不起。

章先生的高风亮节值得敬重。
这一刻，有人联系一些院士欲退而不
能的消息，把矛头指向高校。有些高
校苦留，确实有着动机在内。但换个
角度看，也不能完全怪责高校。万
一有些人请辞只是“做做样子”，到
时辞不了，反而很被动。而且，无论
是两院院士还是资深教授，都是金
字招牌，高校轻易同意了，又没有新
的两院院士和资深教授“坐镇”，高
校拿什么对教职员工对学生乃至对
社会交代？

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学术体
制。认为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不能
只靠教授的“自我革命”，更应该依靠
制度的力量。对于这一点，相信没有
人会有异议，这些年来有关建立院士
正常退出机制的呼声一直不断。问
题的关键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往往
有一个过程，在制度建立之前，难道
就只能被动等待吗？制度力量固然
重要，难道个体努力就无关紧要吗？

钱学森先生曾经感慨，“这么多
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
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
比。”进而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
杰出的人才？”蔡元培、傅斯年、陈寅
恪、胡适等一批大师的出现，难道仅
仅是“制度的原因”？他们取得的成
就，难道没有自身的原因吗？这些
大师到了今天，会霸着一个头衔不
肯让步吗？

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但制度
也不是万能的。学术领域尤其如此。
无论是两院院士还是资深教授，都是
学术的参天大树。即使建立起了退出
机制，如果自身不想而强制退出，恐
怕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严重性和复
杂性超乎想象。反之，即使一时制度
不到位，但大师们都能自珍自爱，像
章开沅先生一样保持高风亮节，许多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最起码不会那么
混乱不堪。

现在的问题正在于，一方面学术
制度有问题，另一方面个体努力远远
不够。这也正是章开沅先生请辞的意
义所在。与其去感慨制度僵化滞后，不
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推动制度的变
革。倘若请辞的人多了，制度的变化也
就顺理成章，完善的时间也就大大缩
短。更重要的是，既然认为身边有染
坊，为什么要跳进去同流合污？

在学术领域，制度的力量和个体
的力量同样重要，两者都不可或缺。
希望学术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也希
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像章开沅先生一
样保持高风亮节，别让教授请辞成为
孤独风景。□毛建国

别让教授请辞成为孤独风景

■个论

3月26 日起，杭州也迈
入了“限牌”时代，杭州市
政 府 3 月 25 日 晚 7 点 宣
布，当日零点起在全市实
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
增量需通过摇号或者竞价
方 式 取 得 。 限 牌 一 经 发
布，杭州车市迎来疯狂的
一晚。（相关新闻见今日本
报AA15版）

杭州市政府选在晚上7
点宣布限牌，并规定自零点
起生效，这种毫不与人商量
的口吻，透露的是一地政府
在执政作风上的傲慢。客
观而言，限牌令对治理城市
拥堵当然有正面意义，但不
应该成为相关部门不同民
众商量的理由。毕竟，政策
落地，归根到底要落在民众
身上。若不做好解释、沟通
工作，而以空降的方法强
推，很难说在执行中不发生
政策性走偏，辜负限牌令的
善意初衷。

当然，面对这种指责，
杭州市政府可能会大喊冤
枉。因为审视相关新闻报
道，关于限牌令的具体执行
细节，比如总的配置额度是
多少，摇号和竞价的比例怎
样等等，杭州市政府均给出
了一个意见征询时间：在 3
月26日至4月9日期间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此后，正式
的暂行规定才会在4月底正
式发布。只不过，“迟到的

正义”不是正义，迟到的意
见征询，也同样不是意见征
询。在限牌令已经生效的
前提下，这种迟到的意见征
询，无疑更像一个黑色讽
刺，第二次伤害了当地民众
的心。

从限牌令的发布流程
来看，杭州市政府对有关决
策的舆情反映应该估计不
足。因为限牌有着治理环
境、舒缓交通压力的命题
正确。在命题正确的情形
下，“夜半鸡叫”式的限牌
令，尽管让人感觉突兀，但
其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事 后 补 征 意 见 手 续 的 跟
进，其负面影响从理论上
来说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
消弭，而这或许也是当地
政府的信心所在。只是，
当地政府在做这样一番利
弊权衡时，恰忽略了决策
给出不同于商品购买，难
以用性价比来衡量。一项
政策从内容制定到具体发
布，均应有审慎的态度，充
分考虑民众的意见，以及
可 能 给 市 场 所 造 成 的 影
响。单纯抱着干好事的态
度去做决策权衡，其所带来
的连锁反应，可能既令当地
政府尴尬不已，又有陷入好
心办错事的信任危机。

就目前而言，“好心办
错事”的负面效果已经凸
显。当地有男子一夜买走

70 台面包车等极端购车行
为，是市场对突兀限牌令的
一个直接反馈。可以预期，
短时间内，杭州市车牌将沦
为一个“期货”市场，投机商
们将赶在具体细则颁布前，
把车牌作为奇货可居的保
值品进行炒作。而车管所
等一些公共机构，面对这样
的经济刺激，在相关制度约
束并未成文的前提下，又如
何 约 束 自 己 避 免 权 力 寻
租？车牌炒作是一个短暂
的畸形市场，游资的操作显
然不会长久，可以想象，最
后为此埋单的市民必然要
付出沉重的代价。

“夜半鸡叫”式的限牌
令难给好评，是因为其决策
的霸道与不透明。而这种
失误事实上也是许多公共
决策、公共事件以惨痛教训
换来的经验，容不得傲慢的
行政部门随意忽视，肆意透
支公信力。面对夜半鸡叫
式的限牌令所激荡起的阵
阵涟漪，杭州市政府应拿出
一个富有诚意的态度和可
行的方案回应，还应以此为
戒，展开一场决策观念与决
策体系的变革，学会谦卑，
放下身段，变管为治。在决
策机制上更多考虑社会反
馈，增进民众对具体政策的
了解，最大程度地压缩政府
决策的失误空间。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夜半鸡叫”式的限牌令为何难给好评


